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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构建农地非农化理论模型，从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农民、地方政府以及土地需求者来分析
农地非农化的经济机制，结果发现，农民将农地非农化的意愿由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技术决定，诱致地方政府将农

地非农化的因素包括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补偿费等，驱动土地需求者农地非农化的因素有房屋销售价格和企业生产技

术。因此，为防止农地过度非农化，应调整现有土地补偿方式及农地非农化后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明晰土地产权，提

高农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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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地非农化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全世界建设用地（建成
区和基础设施区）大致以每年１．２％的速度增加［１］。改革开

放以来，伴随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土地利用结构

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土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

造成耕地资源的大量损失，即所谓的农地非农化趋势［２］，因

此，我国实行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对耕地实施特殊保护，管

控农地非农化的进程，以抑制农地过速非农化。据《中国国

土资源统计年鉴》记载，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８年１０年间我国约
２１０万 ｈｍ２耕地被转为建设用地。这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取
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紧张的人均耕地资源已经成为经

济低质量高速增长的一个危险信号［３］。我国要以占世界

１０％以上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２２％的人口，人地矛盾特别突
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耕地还将大量减少，粮食

问题将越来越严重［４］。

农地作为人类不可代替的自然资源，其数量和质量的特

性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５］。如今，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的矛盾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重要基础，而农地非农化又是这一矛盾的焦点。本研究

将从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市场直接参与者农民、地方政府和

土地需求者来分析农地非农化的经济机制，深入理解经济增

长与农地部门之间配置的规律，辨别农地非农化过程中起主

导作用的因素［２］，以期为防止农地过度非农化提供有益的

思路。

１　农地非农化与过度非农化

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农地非农化是一个必然

趋势，是土地资源配置的结果，因此农地非农化的进程是不可

逆转的。吴次芳等认为农地非农化是土地利用结构动态变化

过程的组成部分，是土地这种稀缺性资源在社会化大生产各

部门间竞争配置的结果［６］。曲福田等认为农地非农化是由

供给影响因素、需求影响因素和制度影响因素推动的［２］。土

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无法同时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需

要［７］。农地的边际收益要小于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边际收

益较低的土地利用必然向边际收益较高的土地利用转化，当

城市现有土地供给不能满足新增建设用地需求时，就只能通

过农地非农化来新增建设用地。因此，农地非农化是由于土

地资源的稀缺性，在参与者的作用下由农地资源转变为非农

建设用地。

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不反映在市场交易之中的某种方式影

响到另一个当事人行为时，就会产生外部性［７］。农地利用的

效益不仅包括土地产品的直接性生产效益，还包括粮食安全、

生态保护、空气清洁、水资源涵养及优美景观等外部性效益。

我国人均耕地少，人口多，土地利用的外部性十分明显［８］。

由图１可见，如果农地与非农用地之间可以自由转换，那么在
只考虑农产品直接收益、农地利用没有外部性的前提下，即当

ＭＲ＝ＭＲ２时，两者相互转换在Ｋ２点达动态平衡；在考虑土地
利用外部性的前提下，当ＭＲ＝ＭＲ１时，两者的相互转换在Ｋ１
点达动态平衡。进而推断，当农地非农化数量超过 Ｑ０时，意
味着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没有考虑农地利用的外部性，此时

存在农地过度非农化现象。

２　农地非农化驱动因素分析

２．１　农民
农地具有生态及粮食安全等有利的外部性，但农民利用

土地仅仅是从事农产品生产，并没有因农地有利的外部性而

获得其他经济收益，因此，当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时，农民损失

的成本等同于利用土地所获得的农产品净收益。依据土地使

用权永久不变，农民净收益 Ｒｆ为：Ｒｆ＝（ｐ·ｑ－ｃ）／ｉ，式中：ｐ
为农产品价格；ｑ为年生产农产品数量；ｃ为年投入成本；ｉ为
折现率。由于ｑ、ｃ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假设 ｉ
不变，农产品净收益则由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技术决定。

由于农民的边际成本等于农产品的边际净收益，因此，农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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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化过程中农民的边际成本由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技术决

定。从农产品价格看，我国农产品价格在持续提高，但相对于

工业产品而言，价格仍相对较低，农民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

较低的农产品价格会激励农民将农地转为建设用地。从农业

生产技术看，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会提高农产品生产产量、降

低投入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相对密集型作物的劳动

投入减少了４０％～５３％，机械投入增加了３～６倍，劳动相对
密集型作物的生产在保持较多劳动投入的基础上，生产技术

向提高产量、质量与收益的方向发展，因此，无论是土地密集

型作物还是劳动密集型作物，其生产技术均朝着提高单位面

积产量与收益的方向发展［９］，生产技术的提高会减弱农民将

农地非农化的意愿。

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技术提高都会增加农地非农化成

本而降低非农化，但与建设用地边际收益比较，农地边际收益

相对较低，只要土地市场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价格高于 Ｐ１，农
民就有意愿将农地非农化，从而ＭＰＣ＜ＭＳＣ，Ｑ３＞Ｑ２，这将可
能导致农地的过度非农化（图２），而农民没有获得土地利用
外部效应中的直接经济利益。

　　《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
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

殊保护。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

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

款。因此，虽然相对较低的农地边际收益会激励农民将农地

非农化，但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农民几乎没有发言权。在农

地非农化过程中，农民只起促进作用，并不起决定作用。

２．２　地方政府
我国农地非农化不是由土地所有者集体经济组织与土地

使用者直接进行交易的，而是由地方政府首先向集体经济组

织征收土地，然后由地方政府作为唯一的土地供给者在土地

一级市场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并获得土地出让金。分税制改革以来，土地出让金已成为

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收人来源。２００７年，我国土地出让金总
额约１．２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人的５１％［１０］。在农地非农化

过程中，地方政府依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土地仅按照

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补偿依据为耕地被征收前

３年平均年产值的倍数进行计算，并且补偿倍数最高不得超
过３０倍。在整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成为农地的唯一购买者和
土地一级市场的唯一供给者，合法占有农地非农化过程所带

来的收益，并直接控制着农地非农化的进程［６］。王小映等通

过对江苏省昆山市、安徽省桐城市、四川省新都区调查研究发

现，农地在非农化过程中，征地补偿的具体执行标准过低，政

府可取得的土地增值收益空间过大［１１］。地方政府相对独立

的区域经济利益决定了其在农地保护行为上具有“经济人”

理性的特征，即在农地保护这个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的行为上

也存在搭便车的动机，为发展地方经济具有使农地过度非农

化的意愿［２］。赵翠薇等在分析我国经济成熟区、经济成长区

和经济欠发达区经济差异特征的基础上，以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耕
地面积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相对指标（耕地减少率、耕地非

农化率）与绝对指标（耕地建设占用总量和人均占用量）考察

耕地减少状况，认为耕地非农化率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良

好的正相关关系［１２］。因此，地方政府从经济利益出发，具有

将农地非农化的倾向。由于在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以及

依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

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农民不得擅自将农

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

设，这也使得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

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支付的成本除土地补偿等

费用之外，还包括土地前期开发所支付的成本。因此，地方政

府的边际成本主要由土地前期开发成本与土地补偿费用等决

定，但二者都只是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成本，并不

比包含农地利用过程中有利的外部效应，因此，ＭＳＣ＞ＭＧＣ，一
旦土地市场对建设用地的市场需求价格高于Ｐ２（图３），必然
会诱致地方政府征收土地以获得收益，从而可能导致农地的

过度非农化。

２．３　土地需求者
土地不仅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之一，也是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竞租能力的变

动会引起土地资源配置的变动。土地资源将优先配置给承租

力强、收益较高的产业和部门［１３］。由图３可见，当农地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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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收益低于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时，更多的土地资源将会配

置给建设用地，导致农地非农化。假设土地需求者利用建设

用地进行生产的生产函数为：ｑ＝ｆ（ｍ，ｘ），其中 ｑ、ｍ、ｘ分别为
总产量、建设用地、其他生产要素，如果产品价格为 ｐ０，在市
场竞争性条件下，土地需求者的边际收益将等于产品价格，即

ＭＲ＝ｐ０；土地需求者的成本函数为：ｃ＝ｐ·ｍ＋ｗ，其中ｐ、ｗ分
别为土地市场价格、其他要素成本，则边际成本 ＭＣ＝ｐ＋ｗ′，
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

ｗ′＋ｐ＝ｐ０。　
由于其他生产要素成本与生产率有关，因此产品价格和

生产技术越高，土地需求者能承受的土地市场价格也越高，而

企业所能承受的土地市场价格越高，越可能导致农地非农化。

当Ｐ＜Ｐ２时，Ｐ＜ＭＰＣ＜ＭＧＣ，农民与地方政府都没有意愿将
农地非农化；当 Ｐ２＜Ｐ＜Ｐ１时，ＭＧＣ＞Ｐ＞ＭＰＣ，虽然农民有
意愿将农地非农化，但由于 Ｐ低于地方政府的边际成本，而
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此时农地

非农化的可能性不大；当 Ｐ＞Ｐ１时，Ｐ＞ＭＧＣ＞ＭＰＣ，农民与
地方政府都有意愿将农地非农化，并且当非农建设用地 Ｑ＞
Ｑ２时，就出现了农地过度非农化现象（图４）。

３　小结与讨论

从市场直接参与者的角度分析农地非农化的经济机制，

认为农民在农地非农化过程只起促进作用，地方政府与土地

需求者起决定作用（图５）。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业生产
技术的提高会降低农民的边际成本，从而降低农民将农地非

农化的意愿，而企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也会降低企业的投入成

本，使得企业有能力承受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导致农地有非

农化的倾向。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及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农产品价格与房屋销售价格必然呈上升趋势，农产品价格

上升会减缓农地非农化趋势，而房屋销售价格上升会加快农

地非农化的脚步。对地方政府而言，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与较

低的补偿费会提高政府的净收益，从而可能诱致地方政府将

农地非农化。总体而言，当农地非农化的促进因素强于阻碍

因素时，意味着农地具有非农化的趋势。

　　在实践中，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忽略了资源成本，导致了
农地资源的大量流失［１４］，尤其我国农地利用存在社会保障等

有利的外部效益，一旦农地非农化，因农地所承载的这些有利

外部效益将消失。尽管说土地资源是可更新资源，但是，土地

资源一旦投入非农用途，其可逆性较差，要恢复为农业用途，

需要花费较大的转换成本［７］。因此，为保护我国土地资源的

动态平衡，应防止农地的过度非农化。

首先，从农民角度讲，一方面应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征地

补偿费用。目前以土地年均产值的补偿方式，导致农民补偿

费用偏低，而提高了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净收益。

政府作为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具有决定作用的主体，将可能

导致农地过速非农化。因此，在征地补偿过程中不仅要考虑

土地利用的直接经济利益，还应考虑与农民有关的土地利用

的外部性，例如农地对农民的保障性作用、农地维持农民现有

生活方式的作用等。另一方面，应提高农产品价格。我国农

产品价格较低，长期存在剪刀差现象，导致农地边际效益低于

建设用地边际效益，农民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也会存在将农

地非农化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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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从地方政府角度讲，一是土地征收、出让应符合法
律法规；二是应公示土地出让金的使用，做到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三是地方政府应弱化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作用，只起

监督作用，不直接参与。

最后，从制度层面讲，一方面应明晰土地产权，将土地利

用的外部性内部化；另一方面应探索合理的税收体制，调整因

农地非农化而产生的土地收益分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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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家庭养蜂生产行为的实证研究
———基于５６３户固定观察点蜂农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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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根据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对蜂农固定观察点的连续跟踪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养蜂的生产行为，
并运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了蜂农养蜂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养蜂农户多为从业时间较长的中老年男
性，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农户家庭养蜂存在“定地”、“定地＋小转地”、“小转地”、“大转地”４种放蜂方式，蜂群饲养规
模不大，养蜂生产目的是为了获取蜂产品而不重视授粉服务，养蜂比较收益偏低，技术相对落后，机械化和组织化程度

偏低；放蜂方式、遭遇灾害事故状况、收益水平、获取养蜂技术情况与组织化程度对蜂农从事养蜂生产的意愿有显著性

影响。根据调研结果提出大力推广蜜蜂授粉、发展现代养蜂业、尽快出台养蜂业扶持政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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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蜂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养蜂业对于促
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

意义（农业部，２０１０）。然而，目前中国的养蜂生产属于以家
庭结构为主的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近年来还出现了不

少蜂农弃蜂转行的现象，中国养蜂业的发展已陷入严重困境。

蜂农是养蜂生产的主体，其生产意愿与生产行为是养蜂业发

展的关键，因此，从微观蜜蜂养殖农户的角度出发，研究其生

产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农户生产行为的研究，一方面侧重于

从理论角度研究农户生产行为的一般特征及影响因素［１－２］，

另一方面侧重于从实证角度分析农户的生产行为与生产意愿

及影响因素，且主要集中在大宗粮食作物生产方面［３－５］，也有

学者研究了农户从事非大宗粮食类产品的生产行为［６－８］。养

蜂业因具有流动性、对气候条件的高度依赖性、高风险性等特

点，使得蜂农的生产行为与一般农户相比存在很大差异。此

外，由于缺乏养蜂生产的相关统计数据，关于蜂农生产行为方

面的研究还较少。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蜂业经济课题组从

２００９年开始，在全国十多个省份建立了蜂农固定观察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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